


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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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287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使用截面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优化营商环境是否会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营商环境每上升1个标准差，会导致城市创新能力提高0.150 3个标准差；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信息化程度高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城市规模较小、政府科技扶持力度较小的中小城市，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会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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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Urban Innovation Capacity: Analysis of Spatial Metrology Based on 28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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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28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using cross-sectional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each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cause urban innovation capacity increased by 0.150 3 standard deviations; urban innovation capacity has a significant space spillover effect;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with high levels of informatization but low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atively low tertiary industry, smaller cities, and less government suppor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urban innova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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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如何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是中国经济换挡提速的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改善营商环境列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工作任务，可见，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在过去的研究中，尽管有证据表明政策制度环境能够显著影响城市的创新能力，其中公共制度起到了关键作用[1]，但是并没有学者直接探讨营商环境和城市创新的关系。那么，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否带来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
1  文献综述
目前，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空间效应及其对比评价是研究热点，其中本研究的关注重点是前两个方面。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众多，在国外的研究中，学者们从城市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和移民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2-4]无实质性引用，引用表述不合理；国内学者卞元超等[5]认为高速铁路的开通能够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效应，进而对城市创新水平起到推动作用，余泳泽等[6]认为城市房价上涨对城市整体的技术创新活动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相反，限购政策能够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效应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如Arrow[7]指出创新在产出之后会不断对外扩散，在区域维度层面表现为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郭将等[8]发现地区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学术界对营商环境的研究起步晚，学者们普遍认同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涉及领域广。在行政审批改革方面，毕青苗等[9]认为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会使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进入率显著提升。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研究中，顾艳辉等[10]]指出降低交易成本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而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是法治化。在营商环境综合指标的研究中，董志强等[11]使用世界银行的城市营商环境数据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对于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于文超等[12]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改善会使政策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弱，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保障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力。
已有少量文献关注到了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的关系，如王永进等[13]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够为企业研发投入节省资金，但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会加剧市场竞争，企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不利于创新；夏后学等[14]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能够通过消除寻租来对市场创新产生积极影响；陈颖等[15]研究表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缓解行政审批效率对企业经营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有助于企业从正规渠道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徐浩[16]研究发现在政务环境高效透明、司法环境公正有力的省份，企业会在自身的技术创新方面投资更多，创新成果的产出更多。无疑，营商环境会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在省级层面，也有证据表明制度环境与创新能力存在关联【补文献来源】，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营商环境会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学者对营商环境与创新的关系进行探索，但是，创新主体的选择均停留在企业层面，截止到目前，尚未发现有文献研究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已有文献要么研究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要么研究制度环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无疑，学术界对营商环境和创新能力的研究不够系统和完善。本研究将拓展营商环境的研究范围，细化到国内287个地级市，在更具体的范围开展营商环境研究，以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将营商环境列为影响城市创新的因素，并将营商环境与城市城市创新能力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深入研究营商环境影响城市创新的机制。
2  营商环境影响城市创新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层面看，营商环境可能会对城市创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可能抑制城市的创新。
第一,法治化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的双重影响。法治化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层面。政府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能够减少企业的研发溢出损失，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达到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17]。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存在一定范围的，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技术创新的效率[18]。
第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城市创新的双重影响。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中，大规模规范和精简审批事项有助于消除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城市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物质保障。但是，市场准入门槛的放宽、企业开办流程的简化和费用的降低会对创业产生积极影响[19]，而企业数量的增加会使已有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13]。
第三，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双重影响。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在过去的研究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市场竞争与创新呈倒“U”型关系【补文献来源】，但聂辉华等[20]认为市场竞争对创新的积极影响存在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个点，市场竞争会对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也有反向的阻碍作用，我们从理论上无法判定哪一种效应的影响更大。因此，下文进行实证检验。
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3.1  模型设定
过去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地区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补文献来源】。在空间模型中，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自相关模型（SAC）的使用最为普遍。各模型的具体形式分别如下：
                  （1）
式（1）为空间自回归模型，其中为空间自回归系数；为空间权重矩阵；为城市创新变量；为营商环境变量；为控制变量的集合；为随机误差项。
                     （2）
                                                   （3）
式（2）（3）联合为空间自相关模型，其中为空间误差系数，如果显著，则表明误差项之间存在空间自相关；其他变量和参数的定义与式（1）相同。
                          （4）
                              （5）
式（4）（5）联合为空间误差模型，其中为空间误差系数，其他变量和参数的定义与式（1）相同
本研究参考张学良[21]的空间权重矩阵构建方法设计了两种空间矩阵，分别是相邻空间权重矩阵W1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W2。
3.2  变量说明
城市创新（）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使用寇宗来等[22]的研究成果，采用《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中的城市创新力指数作为城市创新的代理变量。该指数基于微观专利数据与企业层面的大数据，并引入了注册企业数量。
营商环境（）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使用李志军[23]的研究成果，采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2017年的城市营商环境得分作为代理变量。该指标涵盖政府效率、融资效率、市场环境及公共服务水平等系列分指标。
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城市规模（）、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信息化程度（）和政府科技支出（）。
3.3  数据来源
研究范围包括中国287个地级市（以下简称“样本城市”），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国家工商局的企业注册资本数据，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中的中国城市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控制变量和经济权重矩阵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对营商环境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仅《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具有较为完整的地级市营商环境得分情况，且只有2017年和2018年两个版本的排名，而《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最新版排名为2017版，为使之匹配，本研究中均使用2017版数据。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创新水平差异巨大。在相关性分析中，城市创新与营商环境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7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通过观察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的拟合曲线，也可以看出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鉴于篇幅，此处未列出相关性分析和拟合曲线散点图的结果。
表1  2017年样本城市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能力相关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变量含义
	变量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创新
	城市创新力得分的自然对数
	 
	287
	1.391
	1.663
	−237
	6.967

	营商环境
	城市营商环境评价得分/分
	
	287
	9.691
	8.899
	1.860
	69.640

	人均GDP
	人均GDP/万元
	
	287
	5.113
	2.953
	1.100
	20.720

	城市规模
	市辖区人口的自然对数
	
	287
	4.662
	0.790
	2.730
	7.660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占比
	
	287
	0.466
	0.096
	0.150
	0.710

	人力资本
	每万人高校教师数的自然对数
	
	287
	2.970
	0.937
	−0.380
	5.625

	信息化程度
	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户
	
	287
	0.658
	0.463
	0.145
	4.197

	政府科技支出
	政府科技支出占比
	
	287
	0.018
	0.017
	0.001
	0.142



4.2  空间相关性的初步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回归模型进行诊断。表2列出了全局莫兰指数（）的计算结果。样本城市创新变量的均大于0，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
表2  2017年样本城市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矩阵
	变量
	莫兰指数值
	期望值E（I）
	标准差SD(I)
	正态性统计量Z
	P值

	相邻矩阵
	
	0.336
	−0.003
	0.040
	8.403
	0

	
	
	0.218
	−0.003
	0.039
	5.657
	0

	经济矩阵
	
	0.295
	−0.003
	0.028
	10.750
	0

	
	
	0.335
	−0.003
	0.027
	12.544
	0



从莫兰指数散点图可以看出，大量样本集中在第三象限（较差的营商环境与较差的城市创新能力，其次是第一象限（优良的营商环境与优良的城市创新能力），而第二四象限的样本量较少。限于篇幅，此处未将莫兰指数散点图列出。由于营商环境也具有空间正相关特征，城市创新与营商环境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可能是因为相同的空间因素造成的，因此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4.3  空间效应的实证检验
表3报告了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补充交代模型1至模型6分别代表的涵义以及各模型构成的变量关系。本文各表内模型较多，均应分别交代各模型的含义和构成，相同的模型的表现形式全文内统一，不同的模型的表现形式应有区别。下同】模型1至模型4的结果显示，空间自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初步表明城市创新具有空间溢出的特征；除模型3外，其他5个模型均通过了LR检验，即空间回归模型比OLS回归更能解释营商环境和城市创新的关系。营商环境的估计系数处在0.102 7～0.122 6之间，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计算模型1可以发现，营商环境每上升1个标准差，将会引起城市创新提高0.644 8个标准差，即大约是城市创新平均值的46.3%。
表3  2017年样本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I
	指标
	SAR
	SAC
	SEM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W1
	W2
	W1
	W2
	W1
	W2

	
	0.120 5***
(0.005 7)
	0.117 9***
(0.006 4)
	0.122 6***
（0.005 4）
	0.102 7***
（0.007 0）
	0.122 6***
(0.005 7)
	0.119 6**
(0.006 4)

	
	0.147 2***
(0.046 7)
	0.250 3***
(0.063 6)
	0.023 4*
（0.013 2）
	0.436 0***
（0.078 6）
	
	

	
	
	
	0.036 3*
（0.019 9）
	−0.422 0***
（0.148 8）
	0.193 2***
(0.066 0)
	0.250 6**
（0.102 9）

	
	287
	287
	287
	287
	287
	287

	
	0.735 
	0.717 
	0.745 
	0.731 
	0.723 
	0.704 

	
	346.871 1***
	306.986 8***
	371.966 2***
	338.738 2 ***
	321.066 0***
	280.829 4***

	
	−271.499 
	−268.948 
	−266.489 
	−267.258 
	−272.241 
	−273.560 

	
	9.951 9***
	15.478 4***
	3.125 1*
	0.711 4
	8.586 2***
	5.930 6**


注：1）***、**、*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2）（）内为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下同。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尽管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是依然显著（见表4）。【表4内的模型与表3是否同？如同，全文统一标识；如不同，采用不同的形式表示，并补充交代各模型的含义及其变量构成关系】具体来看，营商环境的估计系数处在0.028 1～0.029 8之间。使用表4的模型（1）计算可得营商环境每优化1个标准差，将会促进城市创新上升0.150 3个标准差，这大约是城市创新平均值的10.8%。可见，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是非常大的。在模型（1）到模型（4）中，空间自回归系数依然显著大于0，这进一步验证了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4  2017年样本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Ⅱ
	指标
	SAR
	SAC
	SEM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W1
	W2
	W1
	W1
	W2
	W1

	
	0.028 1***
（0.007 6）
	0.029 8***
（0.007 7）
	0.028 1***
（0.007 6）
	0.029 2***
（0.007 7）
	0.028 8***
(0.007 8)
	0.029 3***
（0.007 9）

	
	0.129 3***
（0.037 3）
	0.120 9**
（0.060 4）
	0.122 3***
（0.045 7）
	0.170 8**
（0.074 2）
	
	

	
	
	
	0.025 6
（0.094 1）
	-0.165 9
（0.152 9）
	0.176 6**
（0.074 9）
	0.057 2
（0.124 5）

	
	287
	287
	287
	287
	287
	287

	
	0.900 
	0.891 
	0.899 
	0.893 
	0.890 
	0.893 

	
	−177.221 0
	−181.074 0  
	−177.184 0 
	−180.502 
	−271.554 3
	−182.950 0

	
	1 361.121 7***
	1 231.056 0***
	1 351.624 1***
	1 260.101 0***
	1 223.843 6 ***
	1 263.031 6***

	
	194.446 0***
	175.865 1***
	193.089 2***
	180.014 4***
	1 74.834 8***
	180.433 1***

	
	12.056 8***
	4.013 2**
	7.167 5***
	5.294 2**
	5.557 3**
	0.211 0



4.4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
表5列出了分别在相邻矩阵W1和经济矩阵W2的条件下，各变量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的分解结果。其中列（1）【补充交代各列的检验关系构成及含义】可知在样本城市中，本城市营商环境对邻近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分别为0.024 6和0.024 8，均大于0，表明本城市营商环境会对邻近城市的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即空间溢出效应。这是因为本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会对邻近城市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为避免在招商引资方面处于劣势，相邻城市会展开优化营商环境的竞争，本城市与邻近城市营商环境的协同改善能够吸引大批优质企业和创新型人才落户，进而促进本城市和邻近城市创新能力的协同提升。
表5  不同空间矩阵下2017年样本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分解（SAR）
	变量
	W1
	W2

	
	（1）
	（2）
	（3）
	（4）
	（5）
	（6）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0.195 5
	0.170 8
	0.024 6
	0.207 4
	0.182 6
	0.024 8

	
	0.206 8
	0.180 8
	0.026 1
	0.153 3
	0.135 0
	0.018 3

	
	2.791 2
	2.439 7
	0.351 6
	2.769 3
	2.438 5
	0.330 7

	
	0.717 3
	0.626 9
	0.090 3
	0.631 3
	0.555 9
	0.075 4

	
	0.425 7
	0.372 1
	0.053 6
	0.167 4
	0.147 4
	0.020 0

	
	0.123 3
	0.107 8
	0.015 5
	0.255 1
	0.224 6
	0.030 5

	
	0.228 3
	0.199 5
	0.028 8
	0.379 4
	0.334 1
	0.045 3


注：本表模型（1）~（3）在表5模型（1）的回归基础上计算所得，本表模型（4）~（6）在表5模型（2）的回归基础上计算所得。【本表即表5。表意不明！在前面补充交代清楚后，不做表注】
5  营商环境影响城市创新的内在机制
设定新的模型如式（6）所示，以此来考察营商环境影响城市创新的内在机制。
                (6)
  式（6）中：为营商环境与本研究所挑选变量的交乘项，对式（3）取一阶导数可以发现，即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的影响还取决于；分别是人均GDP、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和信息化程度【是否缺漏了政府科技支出？建议此处表述改为“分别是各控制变量”】。
营商环境影响城市创新的内在机制如表6所示。从表6可以看出，营商环境的估计系数在0.021 0～0.250 9之间，均显著大于0，表明在表5的基础上加入交乘项后，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显著促进作用没有发生改变。在模型（1）中【问题同前。各表内各模型应交代清楚，同一模型应全文统一表示，不同模型应表示有所区别】，在模型（1）中，营商环境与人均GDP的交乘项（）估计系数为-0.003 6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格已清晰表现的内容无需简单再用文字赘述】结果表明，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为明显，由模型（2）到模型（5）可以看出，在信息化程度高、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城市规模较小、政府科技扶持力度较小的中小城市，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会更为明显。
表6  营商环境影响城市创新的内在机制
	变量
	（1）
	（2）
	（3）
	（4）
	（5）

	
	0.070 6***
(0.016 8)
	0.250 9***
（0.047 7）
	0.109 8***
（0.027 2）
	0.060 0***
（0.015 3）
	0.021 0*
（0.008 6）

	
	−0.003 6***
(0.001 3)
	
	
	
	

	
	
	−0.029 6***
（0.006 3）
	
	
	

	
	
	
	−0.112 9***
（0.036 2）
	
	

	
	
	
	
	−0.626 3**
(0.263 0)
	

	
	
	
	
	
	0.010 3*
（0.006 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0.120 0***
（0.036 9）
	0.101 3***
（0.036 3）
	0.125 7***
（0.036 6）
	0.128 8***
(0.036 8)
	0.128 3***
（0.043 3）

	
	287
	287
	287
	287
	287

	
	0.900 
	0.902 
	0.896 
	0.899 
	0.900 

	
	−173.323 
	−166.570 
	−172.445 
	−174.421 
	−176.327 

	
	1 358.213 2***
	1 399.497 2***
	1 294.995 2***
	1 352.415 9***
	1 360.093 0***

	
	169.776 7 ***
	174.937 1***
	161.874 4***
	1 69.052 0***
	1 70.011 6***

	
	10.594 1***
	7.771 8***
	11.797 4***
	12.209 2***
	8.777 6***



此外，为了验证营商环境和城市创新能力的关系是否具有稳健性，在表3的三个模型外【表3内有6个模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而后通过更换表6模型和矩阵的方法进行营商环境影响城市创新能力内在机制的稳健性分析，一是将相邻矩阵替换为经济矩阵进行验证，二是将模型由空间自回归模型（SAR）更换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自相关模型（SAC），结果与前文结论相一致。但是鉴于篇幅，此处未列出稳健性检验结果。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2017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会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城市创新表现出空间依赖性与空间集聚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就是说，从中国地级市的现状来看，优化营商环境所带来的促进作用大于抑制作用。其次，本研究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稳健性，分别在多个模型中对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均表明中国的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要考虑到营商环境因素。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降低城市经济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的创新活动节省资金。中国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依靠营商环境改革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次，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政府要加大人才吸引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科技投入力度，提升城市的信息化程度，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要素的改善均能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最后，邻近城市共同推动城市创新能力的协同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带动其邻近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形成创新的集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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